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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教育规模预测与中美比较 
张  炜  汪劲松 

摘要：介绍了美国高等教育规模的预测与结果，回顾了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预测、规划与实际值，梳理

了高等教育规模预测误差的主观因素、方法局限和政策影响。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，研究生

教育的规模和质量还将继续提升，研究生教育规模预测需要兼顾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。根据预测，我国授

予硕士学位的数量将在 2023 年超过美国，而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可能在 2030 年接近美国。由于我国人口

为美国的 4 倍以上，每十万人口的研究生教育规模与美国依然存在较大差距。应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

继续探索研究生教育规模的预测方法，科学客观地预测和比较中美两国研究生教育的规模。为了加快建设

社会主义强国，应适度超前布局研究生教育，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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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要“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

展需要，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”。教

育部《2020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显示，

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 4183 万人，毛入学率

54.4%①。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，规模和质

量还将继续提升，特别是研究生教育迅速增长将成为

一个显著特点[1]。伴随我国“十四五”乃至中长期高

等教育的持续发展，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和质量将更加

引发关注，既要科学预测和合理规划，也要回应各界

的关心和质疑，服从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质量发展

的逻辑和规律，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。 

一、中美关于高等教育的预测及其结果 

预测是开展研究、制定规划和完善政策的重要

手段，高等教育规模预测有助于确定高等教育发展

目标和要求、完善和调整高等教育相关政策、提高

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。但是，准确预测高等教育

规模的难度较大，不仅一些著名学者的预测会出错，

美国教育统计机构的预测也存在误差。 

1.美国的相关预测与结果 

克拉克•克尔于 20 世纪 80 年代预测，美国高等教

育适龄人口（18—24 岁）在其后 20 年将下降 25%，

高等教育注册学生人数将相应减少 5%~15%[2]。马丁•

特罗也指出，1979 年美国高中毕业生达到 300 万人的

峰值，1991—1994 年将下降到 230 万人，当时的多数

预测都据此认为，1979 年起美国高校注册学生人数要

开始减少，但事实证明上述预测的结果都是错的[3]。  

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（National Center 

for Education Statistics，简称 NCES）数据显示②，

1960—1980 年是美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时期。1980

年，美国学位授予高校注册学生 1209.69 万人，是

1960 年的 3.11 倍（见图 1）。1980—2000 年，美国

学位授予高校注册学生人数继续增加，2000 年达到

1531.23 万人，是 1980 年的 1.27 倍。可见，在此期

间美国学位授予高校的注册学生人数并未像诸多预

测那样出现下降，只是增速显著降低。 

 
基金项目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 2020 年第 1 期应急管理项目“新时代行业特色高校治理模式与创新发展研究”（编号：

72041014） 

①如无专门说明，本文关于中国的数据均来自国家教育部“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”“教育统计数据”历年的电子版

（http://www.moe.gov.cn/jyb_sjzl/）；国家统计局“中国统计年鉴”历年的电子版（http://www.stats.gov.cn/tjsj/ndsj/）。 

②如无专门说明，本文引用美国的数据和资料均来自于美国“国家教育统计中心”《教育统计摘要》（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）

历年的电子版（https://nces.ed.gov/programs/digest/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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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960 年、1962 年的学生人数为插值计算。 

图 1  美国学位授予高校学生人数变化图（1959—2000 年） 
 

NCES 通过计算人口中 18 岁青年的数量和移民

数据，对美国高中生毕业率、大学生毕业率、高等教

育入学情况等进行测算，再根据每一项指标的权重，

做出高等教育规模的高、中、低三种预测方案[4]。 

NCES 关于授予学位的预测数据，初期误差较

大。例如，1996 年对 2004–2005 学年授予学术博士

学位数量的预测，比实际值低了 21.83%；2001 年对

2009–2010 学年授予硕士学位数量的预测，更是比

实际值低了 45.29%。2008 年之后历年关于 2018 年

授予硕士、博士学位数量的预测，误差呈下降趋势，

2014年之后关于授予博士学位数量的预测误差已收

窄到±2%以内（见图 2），授予博士学位数量的短期

预测精度有所提高。 
 

 
 

图 2  NCES 2008 年后对 2018 年美国授予 

研究生学位数量的预测误差（%） 
 

2.中国的预测、规划与结果 

早期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预测大多都低

于实际值 [5]。例如，按照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安排

部署，“2000 年在校研究生的规模比 1992 年翻一

番” [6]，但 2000 年的实际值是 1992 年的 3.19 倍；

“九五”计划到 2000 年在校研究生规模达到 20 万

人，也不到实际值的三分之二；《中国学位与研究生

教育发展战略报告（2002—2010）》提出，到 2010

年在学硕士、博士研究生数量分别比 2000 年增加

4.36 倍、1.51 倍，而实际结果分别为 4.71 倍和 3.33

倍，对于博士研究生规模的预测偏差更大。 

近年来，短期预测的精度显著提高，2016 年别

敦荣老师团队测算，到 2020 年我国在学博士生规模

为 41.7 万~44.02 万人[7]，预测上限值与实际值（46.65

万人）较为接近，仅相差 5.97%。 

二、预测误差的原因分析 

高等教育规模预测出现误差的原因很多，其中

有三个因素值得关注。一是预测者的主观因素，二

是预测方法存在局限性，三是国家教育政策的变化。 

1.主观因素 

预测者自身的主观认识和外部舆论会对预测方

法乃至结果的选择和解读产生影响。 

从高校的视角，作为“学术部落”，高校多数时

候对于环境变化的适应是“迫不得已”的[8]，尽管

也有一些“不跟风”“保持冷静”的案例，但是在资

源配置和市场需求能够较好满足时，多数高校对于

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政策是“积极响应”的，长

此以往形成了潜移默化的作用。2015–2016 学年，

美国授予博士学位数量最多的 10 所高校，其博士学

位授予数相较于 2000–2001 学年都有所增加（见图

3）。其中，诺瓦东南大学增长了 44.44%，明尼苏达 
 

 
 

图 3  美国授予博士学位最多的 10 所高校授予 

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变化图（人） 



    2022. 2
 

3 

专题研究 

大学双城校区增长了 39.94%，佛罗里达大学增长了

37.46%，哈佛大学也增长了 20.29%（从 1257 人增

加到 1512 人）。 

社会上对于研究生教育规模的观点存在分歧甚

至对立。有的人会依据一所学校的研究生规模来看

待大学的声誉，“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”中，每

年授予博士学位数量达不到 20 个，就不能列为博士/

研究型大学。有的人则会担心规模对于质量的影响，

学生人数“越多（质量）越差”的观点在美国也很

有影响，对于规模的质疑始终伴随高等教育的发展

过程。即使在“二战”后的快速发展时期，关于美

国高等教育即将进入“冰河时代”、高校注册学生人

数将大幅减少的观点依然流行，有文献甚至预测学

生人数将下降 40%~50%[9]。 

1970 年，美国授予学士学位、硕士学位、博士

学位数量分别是 1960 年的 2.02 倍、2.87 倍和 6.05

倍。面对如此高的扩张速度，加之美国政府对高等

教育和研发经费投入相对减少，美国学术界对高等

教育的未来“充斥着遗憾与失落情调”[10]。1998 年，

菲利普•阿特巴赫指出，尽管大学远非要崩溃，依然

是强有力的机构，但美国和欧洲 20 世纪中期大学繁

荣的“黄金时代”已经不复存在，大学前所未有的增

长和扩张时期可能已达终点[11]。 

总体上看，上述因素使得对于高等教育的规模

预测趋于保守，但实际与一些谨慎的预测结论相反，

美国授予硕士（主坐标）、博士学位（次坐标）的数

量自 1919–1920 学年以来持续增加（见图 4）。需要

关注的是，美国在 1970 年前后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

阶段[12]，而这也正是其授予硕士、博士学位数量的

快速增长期。同时，对美国 2029–2030 学年授予研

究生学位数量的预测结果是仍然呈上升趋势。 

在我国，1986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 1.9%

时，就有文献对于扩大规模提出质疑。高校扩招之

前，也有文献认为高等教育规模不能再扩大了。高

校扩招启动后，我国快步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，

在使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时，关于“过度教

育”“质量下滑”的担忧增加，这有助于社会各界、

特别是高校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持续关注和提高高等教

育质量，但也使得一些预测者持更加保留的态度，加

之对美国授予博士学位规模的误判，质疑我国博士研

究生教育的发展进程过快和规模过大的观点流行，对

于博士生教育规模的预测绝大多数都低于实际值。 
 

 
 

注：2019–2020 学年后为预测值。 

图 4  美国授予研究生学位数量的百年变化图（万人） 
 

2.方法局限 

1952—1980 年，我国先后编制了 5 次高等教育

规划，编制方法称之为“两上两下”，整个过程主要

体现了供给约束。1983 年编制 2000 年人才预测和

十五年教育规划，开始尝试从需求的视角来论证发

展速度[13]，但如何准确分析需求及其与供给的关系，

促进高等教育人才供需的数量平衡、结构平衡与质

量平衡[14]，还在不断探索和完善之中。 

预测技术发展至今形成了众多的方法，据不完

全统计已达 150 多种[15]，有一些方法和模型较好地

模拟了高等教育的历史数据，也在稳定发展阶段较

好地进行了短期预测。采用规模时序模型进行趋势

外推，根据历史数值以时间为变量进行趋势分析[16]，

是一种常见的预测方法，在外部环境不发生大的变

化时较为有效，特别是在短周期内较为准确，但由

于信息更新、模型差异和政策因素等的影响，也可

能产生一定的预测误差。 

研究生教育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

关，可以根据人口的发展变化来规划和发展研究生

教育，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和造福人民[2]，但这并不

意味着研究生招生规模每一年的变化（主坐标）都

会与人口的变化（次坐标）相一致（见图 5）。 

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，我国人口年度增长

速度放缓且波动不大，与研究生招生人数增长速度大

幅变化形成强烈反差，研究生招生年度增长速度与人

口年度增长速度相关性较弱，二者相关性系数为 0.13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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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  中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与人口的年度变化图（%） 
 

1981—2020 年，我国 GDP 年均增长 14.25%，

这既为研究生教育发展提供了财政支持，也对研究

生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[17]，但这

并不意味着研究生招生规模与 GDP 的变化在每一

年都会保持同步。在此期间，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

年度增长速度与 GDP 年度增长速度的相关系数为

–0.006，证明二者没有相关性。我国研究生招生规

模年均增长速度低于 GDP 年均增速 1.58 个百分点，

有 25 年研究生招生规模的增速都低于 GDP 的增速，

波动幅度也较大（见图 6）。 
 

 
 

图 6  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变化与 GDP 的年均增速（%） 
 

如图 6 所示，1981—1985 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

模的增幅很大，年均增长高达 66.93%，远高于 GDP

的年均增速（14.93%），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迫

切需求和原来的基数偏低，也是对研究生停招多年后

的补偿；但 1986 年起研究生招生规模压缩，

1986—1991 年间年均增长–7.33%，而此间 GDP 继续

保持年均 15.65%的增速，二者增速出现背离；

1992—2005 年是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连续 14 年的高

速增长期，年均增长 19.63%，高于 GDP 年均 16.53%

的增速；2006—2010 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增幅回落，

年均增长 8.09%，而 GDP 的年均增速进一步提升到

17.08%；2011—2016 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增速进一

步降低，年均增长仅 3.64%，尽管 GDP 的年均增速也

出现回落（10.41%），但二者仍有较大反差；2017—2021

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再次提速，4 年年均增速

13.49%，而 GDP 的年均增速进一步回落（8.01%）。 

3.政策影响 

美国高等教育乃至研究生规模的形成，是政府

研发经费和学生资助政策、经济社会对人才需求、

高校发展模式选择及学生意愿等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美国联邦政府并不直接规定各高校研究生的招生限

额，但实际上通过研发经费和学生资助从宏观上影

响高校研究生招生的数量，公立高校还要受地方政

府经费预算的制约。 

在我国，国家招生政策特别是指标限额直接影

响研究生招生规模，每年招生政策的确定，是对政

治、经济、社会、科技等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，也

受到财政经费预算的制约，而多数高校都希望扩大

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招生规模。 

1949 年，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仅为 242 人，1953

年猛增到 2887 人，年均递增 85.85%。1965 年，研

究生招生规模下降到 1456 人，此后中断了 12 年。

1978 年恢复研究生招生，当年招收 10708 人，是 1965

年的 7.35 倍，但随后两年招生数量又出现下滑，政

策几经调整，研究生招生规模波动较大[18]。 

《 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

（2010—2020 年）》提出，到 2020 年在学研究生要达

到 200 万人，但《“十三五”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规划》

做了政策调整，要求保持研究生培养规模适度增长，

2020 年在学研究生的目标提高到 290 万人。为了实现

新的目标，2017 年硕士生招生数量的增幅高达

22.54%；博士生招生数量的增幅比上年翻番，此后连

续 3 年保持大幅增长，加之部分博士生培养周期延  

长[19]，2020 年我国在学研究生达到 314 万人，比上述

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高出 57.00%。 

政策变化调整是政府调控高等教育发展目标、发

展方式以及发展规模等的有效工具。高等教育政策的

调整往往是基于多种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，是高等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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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、满足度、服务力的调  

整[20]。在政策不变或新旧政策变化不大的情况下，

通过历史数据外推进行预测比较有效；而当政策变化

且新旧政策变化较大时，预测的难度相应增加，预测

结果的精准度也会受到影响。政策已成为高等教育规

模预测影响最大又难以准确把握的关键因素。 

三、中美研究生教育规模预测与比较 

阿特巴赫指出，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体系被认为

是成功和有效的，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学习借鉴的对

象[11]。21 世纪初，就有一些文献认为我国研究生特

别是博士生教育“已经或将要”超越美国成为“世

界第一”[21]，社会影响至今难以消除，有必要通过

预测来进行澄清。 

1.预测指标与方法 

本文对于研究生教育的规模预测，采用两种方

法，一是授予学位的历史数据外推，二是研究生最

新招生人数及其授予学位历史数据相结合的方法。

方法二对于短期预测可以减少或避免后续年份招生

政策变化的影响；对于长期预测，由于最新招生数

距离预测时间点更为接近，方法二也会比方法一的

准确度更高一些。 

同时，衡量一个国家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程度及

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的程度，不仅要看授予

研究生学位的绝对规模，还要分析每十万人口中授

予研究生学位的相对规模。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

大国来说，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。 

2.绝对规模预测与结果 

2019 年，我国授予硕士学位 65.45 万个，是 2014

年的 1.37 倍，年均递增 6.44%。照此外推，2024 年

我国将授予硕士学位 89.67 万个，超过美国授予硕

士学位的预测数量（83.80 万个）。 

从另一个视角看，近年来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

数量增幅较大，2019 年为 81.13 万人，2020 年达到

99.05 万人。2000—2020 年的 21 年间，我国授予硕

士学位的数量之和为 1997—2017 年硕士生招生数

之和的 102.10%。据此推算，2022 年我国授予硕士

学位数量将达到 82.84 万个，仅比 NCES 预测的该

年美国授予硕士学位数量少 0.66万个（见图 7）；2023

年我国授予的硕士学位数量将超过百万个（101.13

万个），远超美国的预测值 83.60 万个。 
 

 
 

注：美国 2019 年及其后、中国 2021 年及其后为预测值。 

图 7  中、美硕士学位规模比较（万个） 
 

2020 年，我国授予博士学位 65585 个，是 2010

年的 1.38 倍。照此外推，2030 年我国授予博士学位数

将达到9.07万个，还不到NCES预测的美国2029–2030

学年授予博士学位数量（19 万个）的一半。 

换个视角看，2020 年，我国博士生招生 11.60

万人，是 2017 年的 1.38 倍，年均增速为 11.43%，

如果博士生招生政策不作大的调整，2026 年博士生

招生数量可达 22.21 万人。2002—2020 年，我国授

予博士学位总量占 1998—2016 年累计招收博士生

总量的 84.17%，照此推算，2030 年我国授予博士学

位的数量将达到 18.70 万个，接近 NCES 对于

2029–2030 学年美国授予博士学位 19 万个的预测值

（见图 8）。但对于此后 6 年持续保持博士生招生高

增长的必要性和挑战性，还需要进一步论证。 
 

 
 

注：美国 2019 年及其后、中国 2021 年及其后为预测值。 

图 8  中、美博士学位规模比较（万个） 
 

3.相对规模的预测与比较 

2019 年，我国人口为 14.00 亿人，2009 年以来

年均增长 0.48%。美国 2009—2019 年人口年均增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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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71%，2019 年达到 3.29 亿人。照此外推，2023 年

我国人口将达到 14.27 亿人，是美国同年人口数量

的 4.22 倍。因此，即使届时我国授予硕士学位的数

量达到预测值，每十万人口授予硕士学位数量也只

有 64.08 个，与美国相对规模的差距虽有所缩小（见

图 9），但只有美国的 25.94%。 
  

 
 

图 9  中美两国每十万人口授予学位比较（万个） 
 

同样，2030 年我国人口预测将达到 14.75 亿人，

为美国人口的 4.15 倍，即使届时我国授予博士学位

的数量达到预测值，每十万人口授予博士学位数量

也只有 12.67 个，虽比 2018 年大幅提高，但只有美

国的 23.72%。 

4.小结与讨论 

从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和逻辑看，高等教育

规模的适度扩大是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迫切

需求的必要举措，是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

果，是提高一个国家劳动者受教育水平、人力资源水

平，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路径。20 世纪以来，

全球高等教育出现“规模庞大的扩张”[22]，这不仅

成为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主流趋势，也已成为

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并发挥着日益深刻的影响[23]。

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，既是全球高等教育扩张的

重要组成部分，也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。 

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，在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

阶段的同时，也已进入后人均 GDP1 万美元时代，

创新驱动发展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中将发挥更

大作用，更多的工作岗位对于高学历人才需求迫切，

这对高等教育体系的规模和质量都提出了新要求[24]。

与此相适应，对于研究生教育的迫切需求将会持续。

当前，我国研究生教育绝对规模超过美国的趋势已

经显现，但每十万人口授予研究生学位数量的相对

规模还有较大差距，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，进一步

提高质量和满足需求，还应不断努力。 

高等教育规模预测是调整政策和制定规划的依

据和参考，但由于受到认识水平、方法科学性和规

律把握能力的制约，精准预测的难度较大，需要加

强动态监控和适时预测。我国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

阶段，研究生教育规模的预测更应同时考虑绝对规

模与相对规模，科学认识需求与质量之间的关系。

同时，开展研究生教育预测及其比较，可以提供借

鉴和参考，有助于澄清事实、理清思路，避免似是

而非和盲目攀比。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运行逻辑有

所不同，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

化阶段的环境和条件，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当时的

环境和条件，追赶超越必须以高于被追赶对象的速

度发展，且往往不是匀速增长，应正确认识研究生教

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，理性和客观对待预测和比较，

科学规划研究生教育规模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 

自从改革开放后恢复招生以来，我国研究生教育

培养了大批服务于经济建设、社会发展、科技创新的

高层次人才，为我国应对全球人才竞争、从研究生教

育大国迈向研究生教育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[25]。全

国研究生教育会议指出，要坚持供给与需求相匹配、

数量与质量相统一，保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、与

培养能力相匹配的研究生教育发展节奏，博士研究生

招生规模适度超前布局，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稳步扩

大。应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，进一步提高

辩证思维能力，正确看待规模与质量的关系，深化对

于预测方法和发展趋势的研究探索，科学比较和客观

判断，准确把握研究生教育规模、结构、质量、效益、

公平的辩证关系[26]，着力推进研究生教育内涵式高

质量发展。 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

才、提高创新能力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、推进国家

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。”[27]

应充分认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研究生教育的发展

趋势，准确把握人民群众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新追

求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新需

求，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，立德树人、育人为本，

增强辩证思维，开阔研究视野，坚定信心信念，健

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研究生招生计划调节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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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建设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，服务社会主义现

代化强国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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